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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与现代之间

———民国覆判制度变化论析

黄俊华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近代中国研究所，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摘　 要：覆判是民国时期高等审判厅（高等法院）对非正式法院判处的未经上诉或上诉不合法

的刑事案件进行复核、对刑事重案错误的一种救济方式。 其在民国时期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覆判机

构、覆判对象以及覆判形式等方面。 这些变化是由于慎刑与司法公正思想的深入和民国政府对覆

判制度关注点不同及相关法律的变化造成的。 其变迁的历程是中国近代社会及司法改良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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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初期，由于基层法院并未完全建立，为慎重

处理刑事重大案件，民国政府乃沿袭清朝的“覆判”
制度。 其在民国期间虽历经多次修改，但终因中国

司法发展的滞后而保留下来。 有关该制度的研究，
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①，但研究时段多集中于

晚清或北京政府时期，对覆判制度②在南京国民政

府时期的发展，鲜有学术梳理和研究成果。 本文拟

就覆判制度在民国时期的变化，梳理这一制度在整

个民国时期的演变历程及其缘由，以期对民国时期

司法改革的艰难历程提供一个微观的视角。
一、民国初年司法概况及对晚清覆判制度的继承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势力的渗透及中国内

部经济因素的变化，中国逐渐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

会过渡。 社会呈现出新旧杂糅、新陈代谢的局面。
晚清时期，司法改革的方向主要是仿效西方国家，努
力推进司法独立。 在审判领域，大力推行以大理院

为最高审判机关，其下依次为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

厅及初级审判厅的四级三审制。 民国建立后，将此

项司法改革继续推进。 初级审判厅如雨后春笋般地

建立起来，但由于民国司法人才缺乏，司法独立呈现

出表里不一，有独立之名，无独立之实的状态。 １９１４
年，曾为浙江私立法政学堂监督的许邓起枢条陈国

事，认为如果削足适履，将会滋生弊端。 于是呈请

“缓设初级审检各厅，仍令县知事兼理民刑诉讼事

宜” ［１］。 是年，袁世凯政府大规模地裁撤初级审判

厅。 未建立新式法院的地区，重新回归中国传统的

行政兼理司法的状态当中。 与行政兼理司法相配套

的覆判制度，自然为民国所继承。 司法领域的现实

状况体现出近代中国社会的特点。
有关晚清的覆判制度，时任大理院推事的江庸就

大理院覆判外省死罪案件的办法，曾有所回忆，当时

覆判的机关为大理院，其覆判的范围为府州县审拟解

勘例应专奏或汇奏之死罪案件，其覆判方式以书面审

理为主［２］２６３⁃２６４。 江庸所述之晚清覆判，对民国覆判影

响巨大。 民国政府在沿袭该制度时，其对案件覆判的

范围、审理方式的设计大体亦基于以上思考。 与晚清

覆判制度不同的是民国时期的覆判制度加入了现代

司法因素。 其制度的设计逐渐走向成熟。
二、民国覆判制度变化表现

（一）覆判机构：由大理院到高等法院

晚清大理院覆判案件缘于奏交，民国以后已无

必要。 同时，当时法院编制实行的是四级三审制，在
审判厅设立的区域，人民可以有上诉的权利，但在未

设审判厅的地方，人民虽被判死罪，但其案件的复核

权仅为大理院，因无上诉机关，人民自无上诉权利，
这样的规定与法院编制法所定之四级三审制相违

背，被告的权利得不到保障。 １９１２ 年 ８ 月 ４ 日，司
法部咨行各省，“所有照从前旧章应归大理院覆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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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统改归各省高等审判厅覆判” ［３］６。 大理院亦做出

积极配合，于 １９１２ 年 １２ 月咨行各省都督，将院中所

留覆判案卷做出处理，“除各项覆审案卷由司法部

分别转发各省法司送各该高等审判厅办理外，相应

咨请查照” ［４］１７⁃１８。 覆判机构由大理院转为高等审判

厅。 １９２７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 ８ 月 １２ 日训

令司法部，“一应法律待用孔亟，在未制定颁布以

前，凡从前施行之各种实体法、诉讼法及其他一切法

令，除与中国国民党党纲主义或国民政府法令抵触

各条外，一律暂准援用” ［５］ ５９５。 司法部呈请将“所有

从前已设之各省高等审判厅及各地方审判厅名称亦

应一律改成为某某省高等法院某某地方法院” ［６］１０１。
至此，民国时期覆判机构先后经历了大理院、高等审

判厅到高等法院的过程。
（二）覆判范围：由死罪案件到地方管辖案件

从 １９１２ 年司法部咨行各省将应归大理院覆判

案件改归各省高等审判厅覆判之后，历次政府制定

覆判相关章程、覆判案件的范围发生变化。
１９１２ 年 １０ 月公布施行《覆判暂行简章》，１９１３

月年 ３ 月又经一次修正，其规定的覆判范围由晚清

覆判案件仅限于例应专奏汇奏的死罪案件扩展到凡

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一等二等有期徒刑的案件。
同时，对于以上案件的覆判，以未经上诉者为限。 凡

已经上诉的案件，仍然需按照通常程序办理。 较之

晚清各县审拟案件用解勘复审制度，没有正式的上

诉机关，不管当事人有无不服，全部由大理院覆判来

说，这种改变使当事人的上诉权利得到维护。
１９１４ 年《覆判暂行简章》重新修订，定名为《覆

判章程》，后又经多次修改，将覆判案件的范围进一

步扩大。 在这之前案件是否覆判是以科刑高低为标

准，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一、二等有期徒刑的案件

需要覆判，而科以三等有期徒刑以下的案件不需要

呈送覆判。 作为基层官员的县知事因其事务繁忙，
司法仅为其兼理，为避免覆判带来的不便，县知事往

往将重大犯罪轻判。 为克服以上弊端，《覆判章程》
规定县知事审判地方管辖的刑事案件，均要予以覆

判。 以往覆判虽以未经上诉的案件为限，但对于撤

回上诉，或上诉不合法，未经第二审实体上的审判案

件，是否应该覆判没有明确规定。 此次章程将此类

案件亦列入覆判范围。
１９２７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着手对《法院编制

法》进行修订，编订《法院组织法》，改四级三审制为

三级三审制。 与此相适应，相关的实体法及诉讼法发

生变化。 １９３５ 年新的刑事诉讼法开始施行，当时已经

没有初级地方管辖的区分，因此，１９３６ 年颁布施行的

《县司法处刑事案件覆判暂行条例》规定，所有刑法第

６１ 条所列各罪的案件，不再呈送覆判。
从以上覆判的范围来看，覆判案件不再局限于

晚清时期死罪案件，而是逐渐扩到了地方管辖案件，
同时，随着地方管辖范围的变化，将某些细小案件排

除出去，将刑罚慎刑及司法公正原则贯彻其中，又尽

可能地促使案件早些结案，避免案件的积压。
（三）覆判判决形式：由简单粗放到复杂细致

就各省呈送死罪的覆判案件，晚清大理院会根

据案件情况采用三种方法予以处理：维持原判、驳回

重审和直接改判。 这三种处理方式在民国时期被沿

用下来并有所发展，即核准判决，更正判决及复审裁

定③。 其复审裁定不仅仅包括大理院所用之驳回重

审（民国时称为发回重审），还有提审以及指定推事

莅审等办法。 这三种判决形式内涵亦随着时代的发

展而变化。
所谓核准判决，是指高等审判厅（或高等法院）

认为县判原案件事实及引律没有错误的情况下，做
出的处理方式［７］２６。 后又做出调整，将引律错误罪

行并无出入的案件也作为核准案件的对象［８］２７。 这

种变化在 １９２２ 年的《覆判章程》中有所修正，但到

１９２８ 年，该调整又重新复位，被列为案件核准标准。
１９３６ 年时，覆判案件核准的范围又增加了诉讼程序

虽系违背法令，但显然对于判决没有影响的案件。
纵观此间变化，覆判核准的标准相对于以前，逐渐放

宽，但情罪相符，是一个不变的原则，或在事实明了

或即便法令、诉讼程序错误不影响科刑及判决的前

提下予以核准。
更正判决是指高等审判厅或高等法院认为县

的原判决在适用法律有错误时所做的判决。 其对

象范围有所变化。 在 １９１４ 年的《覆判章程》施行

初期，更正判决案件限于判罪轻重没有变化，或案

件判决变轻时；在 １９１８ 年的修正稿中，增加了引

律没有错误但处刑轻重不恰当的案件种类［９］９，即
高等审判厅或法院也可以做出判决变重的更正判

决。 １９２２ 年《覆判章程》则在以上的基础上，增加

了仅从刑失出的案件，同时又将 １９１４ 年、１９１８ 年

《覆判章程》中列为核准判决的引律错误罪行并无

出入的案件重新划入覆判更正判决的案件范围之

中［１０］５０７，但这种变化并没有持续几年，根据 １９２８
年的《覆判暂行条例》规定，以前划入更正判决的

引律错误罪行并无出入的核准判决案件又重新回

复到核准判决案件范围中［８］２７。 １９３６ 年的《县司

法处刑事案件覆判暂行条例》更正判决条件有了

详细的规定，如主刑量刑失当，从刑或保安处分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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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缓刑不合法定条件以及事实明了援用法律错

误致使罪行有所失入等［１１］３９。 从以上更正案件判

决的范围的变化来看，更正判决的根据乃是量刑

的轻重。 如果单纯地由于判罪轻重而重新传集人

证进行裁决，在当时法院人员与财力有限的情况

下，就是无端地消耗了时间和人力，与紧缺的司法

资源现状并不相符。 同时，高等审判厅或法院将

罪罚变重的同时，赋予被告上诉的机会。 以上的

变化也不能说是对被告不利的修正，制度的变化

亦在运行中和现实状况相结合而不断走向完善。
核准及更正判决之外，如果覆判案件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或引律错误科刑较轻的，需要做出复审裁

定。 复审判决要求案件重新审理，重新给出判决。
复审中做出的判决要求在判决 ５ 日内再送交高等检

察厅或高等法院或分院检察官。 由于覆判的对象是

未经声明上诉或撤回上诉，或上诉不合法未经第二

审为实体上审判的案件，所以核准的覆判案件，其上

诉是受到限制的，即对于核准的覆判案件是不允许

上诉的。 对于被告来说上诉仅局限于更正判决，其
条件也仅为科刑重于原判决。 而对于兼理司法县知

事覆审判决的案件，其处刑轻于初判时，原告诉人可

以向管辖第二审的法院呈诉不服［１０］５０８。 这在北京

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都是允许的。 就检察官而

言，对于更正的判决或复审裁定各款可以声明上

告［７］２６。 后又调整为对核准及更正判决以及复审裁

定中提审和推事莅审可以声明上告，就复审裁定中

第一和第二种结果④增加了向同级审判厅或法院声

明控告的权利。
从以上覆判制度相关规定的发展来看，覆判制

度虽随着司法改良的进展和社会状况的变化而日趋

完善并适时变通，但其原为救济非正式法院就刑事

重案所作判决的错误的目的并没有改变。 其中，南
京国民政府覆判多为沿袭北京政府，制度方面少有

更张。 只是覆判案件原审机关发生较大变化，由最

初的未设立高等审判厅的知事，到未设立高等法院

的兼理司法事务县政府，县司法公署或由县长兼行

检察职权的县法院，再到改兼理司法县政府为县司

法处，体现出时代的变革。 南京国民政府的司法努

力方向是加强基层法院建设，减少以往覆判案件原

审机关数量，从而推进司法发展。
三、民国覆判变化原因

近代中国是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激烈转

型期，传统与现代并存、古老与时尚同在。 覆判在民

国时期的嬗变体现着那个时代的特点，有着深刻的

历史原因。

（一）传统慎刑思想与现代司法公正

中国传统司法虽以刑罚为主，但慎刑思想在我

国早已存在。 在古代文献典籍中，慎刑被称为“明
德慎罚”，即彰明德教，慎用刑罚。 统治者在管理国

家时，尽可能地使用怀柔政策，宣扬德政，感化百姓。
对于不为德政感化触犯刑律之人，慎重使用刑罚。
慎刑的目的虽是为统治者服务，但在一定程度上减

少了冤假错案的发生，保护了人民的权益，维护了司

法公正。 就覆判制度的目的来说，就是这一思想的

贯彻。 曾任大理院推事的江庸对晚清覆判有所钩

沉：“覆判制度创自前清筹备司法独立之时。 盖司

法既经分立，则从前刑部发司承审之制，势难沿袭。
而各省所设法院，为数无几，府州县兼司审判，不盖

即时废止，则不得已令其暂兼司法，而于其所审拟之

刑事重大案件，归大理院覆判，以昭慎重。” ［２］２６３民国

成立后的司法部亦承认如此：“查覆判一项，从前系

因直省府厅州县未设审判厅之奏交死刑及例应咨部

案件由大理院覆判报部施行，系慎重人命之心为一

时权宜之计。” ［３］６

民国成立以后，国体变更，国家指导思想随之发

生变化。 身份等级制在法律条文中逐渐退去，代之

以自由、平等、博爱。 平等包含着法律面前的人人平

等，不仅仅废除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也包含着人们

在接受审判时，人人都享有同样的权利。 传统覆判，
基于其慎重民命，救济审判错误，保障相对司法公正

而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大理院的一审而止，诉讼人没

有上诉的权利，与四级三审制相冲突，人民司法权利

无法得到保障，制度的设计者又不得不将覆判重新

设计。 纵观覆判制度内容，包含有担当国家公诉人

角色具有法律监督职能的检察官参与覆判的内容。
对于被告来说，当覆判科刑重于初判的时候，可以上

告。 对于原告来说，当被告的覆判科刑为兼理司法

县政府、县司法公署或县法院复审判决轻于初判的

时候，可以向第二审法院呈诉不服［８］３１。 如果说传

统覆判是慎刑思想的体现，那么到了民国，则又被赋

予了承载现代司法公正的理念。
（二）民国政府司法重点关注不同

司法制度的发展跟随时代的脚步，不断发展演

变，并受当时社会制度的影响。 民国时期由于北京

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所处的时代不同，其对司法建

设的关注重点亦不相同。
民国肇造，人们对于现代国家的建立呈现出巨

大的热情，自然认为县知事兼理司法只是一时之计，
新式法院的建立指日可待，覆判制度只不过是暂时

措施。 但残酷的现实，使北京政府认识到不能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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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判制度作为临时规章而存在。 从 １９１４ 年的《覆判

章程》，直到 １９２２ 年的修正覆判章程，在人们较少感

受新型审判机关建立的同时，北京政府将精力关注

于覆判制度的完善上，向我们展现了覆判制度日益

走向成熟的历程。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希望在训政时期

指导“训练人民行使政权之能力，以期促进宪政，奉
政权于国民”，将增设法院作为训政时期司法部的

重要任务来完成，包括建立县法院，增设各级法院，
整理各省区原有法院［１２］９⁃１０，致力于增设更多的基层

法院。 根据欧阳湘的统计，民国时期第一审新式法

院、中间过渡型机构及传统兼理司法衙门都有不同

程度的变化。 第一审法院在全国基层司法组织数量

中的比率呈现上升的趋势，中间过渡型机构成为南

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主流，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传统型

的兼理司法县衙的数量在迅速萎缩［１３］６６。 １９３６ 年，
南京国民政府将基层审判机构的改进放在县司法处

的设立上。 与这种基层司法组织变化相适应，覆判

案件原审机关发生变化。 由最初的未设法院府厅州

县、知事到设立兼理司法事务之县知事、县司法公署

及县长兼理检察职权的县法院，再到设立县司法处，
而在覆判制度内容的增删上少有变化，体现出南京

国民政府工作的重点，及北京政府时期对覆判制度

的完善。
（三）相关法律的变化

作为一项救济重刑判决错误的司法制度，覆判还

是一项特殊诉讼程序。 近代的法院组织法、刑法和刑

事诉讼法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会影响覆判制度的变化。
（１）检察制度的变化

检察制度的引进是晚清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
它改变了中国传统的诉讼方式，是中国司法现代化

的重要标志。 由于受检察官人数及实际工作效果的

影响，自北京政府时期的废检之争，到南京国民政府

时期持续进行，这一时期检察官职权从多个领域收

缩，１９３６ 年颁布施行的《县司法处刑事案件覆判暂

行条例》中，将以前检察官在收到覆判案件后应附

具意见书，改为“高等法院或分院检察官于接受判

决正本及卷宗证物后，应于五日内转送覆判，但认为

有提起上诉之必要时，得于十日内向法院提起上

诉” ［１１］３７。 同年，司法行政部强调“查依据县司法处

刑事案件覆判暂行条例，检察官对于应送覆判案件

毋庸附具意见书” ［１１］３８。
（２）法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的演进

袁世凯下令裁撤初级审判厅后，《法院编制法》
规定的四级三审制的“四级”已经名存实亡。 １９３２

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法院组织法》，废除名义上的

四级三审制，改为三级三审制。 随之，刑事诉讼法发

生变化。
１９３５ 年公布施行的《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将

法院管辖范围做出调整，规定与国家安全相关的罪

行归高等法院一审管辖外，地方法院刑事案件有一

审管辖权，即将以前归初级法院管辖的案件转归地

方法院审理［１４］２７９。 如果按照以前覆判暂行条例规

定的“兼理司法事务县政府，县司法公署或由县长

兼行检察职权之县法院，审判地方管辖之刑事案件，
未经声明上诉或撤回上诉，或上诉不合法未经第二

审为实体上之审判者，均应由高等法院或分院覆

判” ［８］２２⁃２３，那么一些原归初级法院审理的细小案件

将进入覆判案件的范围，因此覆判案件的范围有必

要做出调整，依据《县司法处刑事案件覆判暂行条

例》的规定，“县司法处之刑事案件，未经上诉，或撤

回上诉，或上诉不合法未经第二审为实体上之审判

者，应由该高等法院或分院覆判，但刑法第六十一条

所列各罪之案件，不在此限” ［１１］３４。
四、结语

覆判从晚清司法改革至南京国民政府退出大

陆，其设计经历了从简单权宜之计到逐渐做长远打

算的过程。 这一过程是人们基于对中国现实更清楚

的认识，将新型司法形态与传统司法审判形式相结

合的结果，体现了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特点。 在传

统经济成分占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经济尚未充分发

展的民国时期，引进西方的司法制度，并非纸上谈

兵，并非只停留在纸质文本当中，应存在于凝练成文

字的法律条文当中。 它的推行需要更高的智慧，需
要从中国本土挖掘合理因素，逐渐在中国健全新型

司法制度。 南京国民政府试图将推行新型司法制度

的法院建设作为司法的重点，力图从根本上消除覆

判制度存在的条件，从而在更大范围、程度上健全司

法制度。 在转型时期的中国，这种现代司法制度的

建设之路必将充满艰辛，而覆判制度的嬗变则是国

人为建立现代司法制度做出努力的记录，是国家进

行司法改革的缩影。

注释：
①陈朴生著《中国特别刑事法通论》，中华书局，１９３９ 年

发行，１９４１ 年再版；江庸《五十年来中国之法制》，载许章润

主编《清华法学》第八辑，“旧文新识”栏（原文收于《最近之

五十年》，申报馆编，１９２２ 年），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
第 ２６３—２６４ 页；李春雷《中国近代刑事诉讼制度变革研究：
１８９５—１９２８》，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２０１—２０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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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启成《民初覆判问题考察》，载许章润主编《清华法学》第
五辑，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１８７—２０３ 页；韩涛《晚
清法制变局中的覆判制度———以大理院覆判活动为中心的

考察》，载《江苏社会科学》，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韩秀桃《司法独

立与近代中国》，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２６１—２６２
页；田边章秀《北京政府时期的覆判制度》，见周东平、朱腾

主编《法律史译评》，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２９３—
３１５ 页。 上述成果除对民国初年覆判制度的基本内容及演

变进行梳理外，还对覆判的意义有所探讨，指出覆判的存在

对案件的公正、公平判决起到了重要作用。
②需要指出的是，南京国民政府的覆判制度，有普通刑

事案件的覆判制度、特种刑事案件的覆判制度以及特种刑庭

案件的覆判制度。 限于篇幅，本文所涉及之论题为普通刑事

案件的覆判制度。
③除 １９１２ 年的《覆判暂行简章》和 １９１３ 年的《修正覆判

暂行简章》无此覆判判决形式的规定外，《覆判章程》 （１９１４
年公布）、《覆判章程》 （１９１８ 年公布）、《覆判章程》 （１９２２
年）、《覆判暂行条例》（１９２８ 年公布）和《县司法处刑事案件

覆判暂行条例》（１９３６ 年公布），对覆判判决形式均有规定。
④《覆判暂行条例》将《覆判章程》第一和第二种复审裁定

调整为一种：即发回原审县政府、县司法公署或县法院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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